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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协同治理的
结构特征与演进逻辑

———基于制度性集体行动的社会网络分析

单学鹏，罗 哲
( 四川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5)

摘要: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协同治理是助力成渝地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契机。实现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治理行动的有效整合、治理资源互动和政策学习是推进区域协同治理的关键所在。为了探寻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协同治理的逻辑理路，并为中国区域协同治理提供成渝经验，文章以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 351 份府际协同治理政策文本为研究蓝本，应用制度性集体行动理论框架的网络分析视角对其进

行内容编码分析。以个体网络分析与整体网络分析为研究着眼点，引入强弱连带的概念对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的协同治理进程进行透视。研究结果表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协同治理网络经历了由有限共

享型网络向双核领导型网络嬗变的发展历程，成渝双城的首位作用逐渐显著; 成渝地区内部协同治理次

级系统基本形成，推动了整体制度性集体行动的协调和整合; 行政隔离和区域隔离是影响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协同治理的主要障碍，亟待上级政府牵头开展协调，以功能为主导推进协同治理进程。未来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协同治理需要从协同机制创设、空间布局优化和政策协同衔接等方向着力，共同打造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协同治理的新格局。

关键词: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协同治理; 政策网络; 区域协作; 制度性集体行动

中图分类号: F127; F061. 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5831( 2021) 02-0055-12

55



重庆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1 年第 27 卷第 2 期


一、问题的提出

十九届四中全会对国家治理进行了重要的部署，协同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价

值诉求。构建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需要多种政策协同发力［1］。协同治理是当前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一环，具有协调各方的重要作用。区域协同治理既是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更是解决跨域公共问题并推进区域一体化进程的重

要举措。

在中国区域发展的历程中，成渝地区作为西南地区的增长极，始终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2011

年，国务院批复、国家发改委印发的《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奠定了成渝经济区发展的主基调; 而在

2016 年，国家发改委和住建部联合印发的《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则为成渝城市群高质量发展指明

了方向; 2020 年 10 月 16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

要》，更加精准地理清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协同发展的现实要求。从经济区、城市群再到双城经

济圈，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提速发展，不仅体现了党中央对成渝地区的关心和重视，更体现了建

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一极两中心两地”期许，以及高质量发展的要求。

自 2011 年成渝经济区初创至今，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已初具雏形。通过对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协同治理的回溯把握其发展脉络，探究西南内陆地区区域协同治理发展演进的内在逻辑，不仅能

够为破除区域协同治理领域的缺陷提供理论启示，更能够为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进而促进国家整

体高质量发展提供经验借鉴。本文拟解决的问题在于: 自 2011 年成渝经济区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协同治理遵循着何种演进逻辑?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协同治理结构以及未

来内陆地区协同治理应当如何提升治理效能? 为解决上述问题，本文以 2011—2020 年上半年的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协同治理的政策文本和府际协议为研究对象，应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通过对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协同治理的整体和个体网络进行梳理分析，以把握整体演进逻辑和变迁路径。

二、研究回顾与分析框架

( 一) 国内外研究进展

协同治理应用于多学科的发展领域，其内涵来源和结果应用分散于政治学、经济学以及公共管

理学等多个学科范畴。相较于传统治理形式，协同治理更加关注于行动方式、主体互动以及目标的

协作同调。区域协同治理作为协同治理的重要命题之一，是基于共同的治理愿景，多元且关系对等

的主体通过理解和信任建立共识，旨在制定或实施区域公共政策或管理区域公共项目的一种治理

安排。区域协同治理议题的出现，直接原因是跨域公共事务的治理，而根本原因则是由于资源稀缺

性而造成的组织互赖。源于资源的稀缺性、组织互赖性、公共问题的跨域性、城市化进程和城市群

建设、区域发展疑难问题和治理能力的提升，区域协同治理势在必行［2］。公共问题的外溢性和复杂

性与传统属地管理体制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催生了区域公共事务的治理协同［3］。可以说，区域协同

治理是具有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的重要治理形式。

国外学者对区域协同治理的研究起步较早，对区域协同治理的核心要件进行了整合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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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区域协同治理动机研究上，Scott 和 Thomas 指出当公共管理者无法采取与政策问题的地理范围相

称的单方面行动时，区域协同治理更有可能实现［4］。大气污染问题、水污染问题等一系列生态治理

问题和公共卫生问题等一系列可能造成规模不经济、具有正负外部性和涉及公共池塘资源的公共

事务是当前区域协同治理研究关注的主要议题［5］。在路径设计方面，Feiock 等人主张根据议题的

复杂性和权力的自主性选择恰当的机制以解决制度性集体行动困境［6－7］。Emerson 等则构建了一个

综合框架对不同规模、政策领域和复杂程度的区域协同治理案例进行分析和评估［8］。国外学者针

对特定议题、行动者、关系结构以及作用机理进行了较为前沿的研究，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区域协同

治理理论体系和分析逻辑。

国内学者立足于主要跨省域城市群研究场域，对区域协同治理的具体事务以及区域协同治理

的机制机理展开了相应的研究［9－11］。研究呈现出两种具有关联性的取向: 在区域协同治理的价值

建构层面，主要学者从中国区域协同治理情境出发，将区域协同治理的主流理论转译和应用到中国

情境，探讨中国区域协同治理的机制创设以及路径选择。资产专用性、绩效可测量性、区域的横向

与纵向协调、个体的异质性以及议题的复杂性共同催生了区域协同治理的广泛参与［12－13］。在具体

公共事务的区域协同治理研究层面，国内学者从部分公共事务的外部性出发，基于区域协作对碎片

化行政事务的整合与协作推进公共事务的区域协同治理，以期达到非协同治理所不能达到的功效。

在这方面的研究着眼于如何利用区域协同治理的功能解决属地治理模式的瓶颈，调动各方治理主

体的积极性，重构区域协同组织，共同实现利益输入和输出的区域平衡。在对成渝地区的相关研究

当中，成渝经济区和成渝城市群作为川渝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概念和规划，主要学者对其空间格

局、产业结构和生态环境等一系列议题进行了研究和回顾［14－16］。

遵循当前我国区域协同治理范围不断扩大、合作层级越来越深入、合作领域更加多元、制度化

水平逐步提高的发展取向，推动区域协同治理效能提升逐渐成为当前研究的重要着眼点。目前我

国区域协同治理研究场域集中于省域或市域的横向协同，纵向的协同关系研究相对较少，更缺乏横

向府际关系以及纵向上下级政府间协同关系的统合性研究。区域公共事务的复杂性和外溢性要求

地方政府在多层次多领域实现合作，已有研究领域的协同治理经验未必能完全辐射区域协同治理

结构系统。目前主要学者针对成渝地区协同治理研究已有一定的探索，但仍需进一步拓展研究的

深度和广度［17］。

( 二) 分析框架

制度性集体行动理论( Institutional Collective Action) 基于区域治理中遇到的集体行动困境，解释

了地方政府府际协同的机理和结构［18］。本研究试图应用制度性集体行动框架中的网络结构分析维

度，对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协同治理结构与形态进行描述和解释，进而探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区域协同治理的结构特征和演进逻辑，具体分析框架见图 1。

ICA 框架为府际合作行为的选择和动机提供了解释模型。在集体性收益和选择性收益的驱动

下各层级行动主体开展了合作与非合作行为，并将其应用到相应的领域并建设与之相匹配的机制。

已有对区域协同治理的观察主要集中于行为与应用，其自身的作用机理和宏观结构透视存在着一

定的“黑箱化”。该框架的含义是地方政府制度性集体行动是复合元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微观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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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其作用机理、塑造宏观结构，最终应用到具体的公共领域; 制度性集体行动的作用机理和宏观

结构既互相影响同时也受制于公共事物的属性以及现实应用领域的异质性; 制度性集体行动的现

实应用既是结果，同样反过来塑造行为动机和结构布局。

图 1 制度性集体行动理论下区域协同治理的网络分析框架

资料来源: 依据制度性集体行动理论及本研究主要内容绘制。

区域协同治理的政策网络结构和网络治理模式选择是降低协作风险、减少交易成本的关键所

在。网络结构的差异既是面对议题复杂性和权力自主性的不同治理安排体现，也将会对协同治理

的具体行为带来影响。制度性集体行动的网络分析框架对宏观结构的透视包括两个层面的理路:

一是宏观结构的特征分析。当一对或多对关系在一个或多个领域范围内产生合作，就将形成网络

关系并最终塑造网络结构。通过对宏观网络的规模、密度、位置、路径等整体网络和个体网络结构

进行检视，研判网络可能存在的交易成本和协作风险，进而判断网络的效率高低。二是宏观结构的

类型学研究。Provan 和 Kenis 提出的共享型网络治理、领导型网络治理和行政型网络治理三种结构

类型，展示了网络治理的三种结构形态［19］。共享型网络治理结构强调成员之间的多边关系与依赖

性; 领导型网络具有一个核心中介，其他成员通过与其产生联系组成网络; 行政型网络则依赖于外

部节点的资源配置和信息供给。

制度性集体行动的网络分析观点将政策网络和网络治理理论嵌入自身的框架当中，对于解释

地方政府合作的宏观结构以及通过结构剖析探索制度性集体行动的其他环节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通过对区域协同治理网络结构的回顾和透视，不仅能够描绘区域协同治理的演进理路和当前情态，

更能够通过网络分析回溯区域府际合作机理。因此，笔者选用了西南地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

区域协同治理府际协议和政策文本进行分析和透视，拟为国内区域协同治理提供西南内陆经验; 然

后，采用制度性集体行动的网络分析框架，对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协同治理演进状态进行分析。

三、研究设计

( 一)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研究选取了 2011—2020 年 6 月期间涉及“成渝经济区”“成渝城市群”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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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的不同层级的政策文本和府际协议共计 351 份。研究样本主要来自北大法宝数据库、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主要城市、重庆所有区县以及四川省的官方网站。为了保证研究样本的完整性和全面

性，针对不同来源的政策文本进行交叉核对和去重。同时为了保证研究文本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协同治理的主题相契合，依照以下原则进行筛选: 一是相关性原则。即文件的整体或部分内容对

“成渝经济区”“成渝城市群”或“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协同治理活动进行了具体的安排。二是

规范性原则。政策的来源规范，需要是行政机关缔结的协议、规划、意见等形式的政策文本。按照

国家对成渝经济区( 2011 年) 、成渝城市群( 2016 年) 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2020 年) 的规划概念

提出时间为政策文本选取节点，选取 2011—2015 年( 成渝经济区) 、2016—2019 年( 成渝城市群) 以

及 2020 年 1—6 月(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的政策文本，使用文本数据挖掘平台( DiVoMiner ) 建立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区域协同治理政策文本数据库并进行编码。

( 二) 研究方法

国内外已有不同的学者使用网络分析嵌入区域协同治理研究的进程当中，以网络的方式将政

府间协同治理的结构要素和网络特征进行透视能够有效聚集和利用技术，实现关键资源的动员和

分配，最终解决公共问题［20］。延承制度性集体行动理论框架的网络分析视角，本文主要使用社会网

络研究方法对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协同治理的结构特征和演进逻辑进行考察，以府际协议作为研

究载体开展相应分析。

在实证过程中，研究主要选用 UCINET6． 0 软件对整体网络和个体网络进行分析以期对整个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协同治理态势进行研判。在整体网络中，主要对整体网络的节点数、网络密度、

聚类系数以及特征途径长度进行分析和探讨。进一步探究协同治理整体网络中的核心节点、治理

路径以及整体协同程度。在个体网络分析层次，主要对出入度中心性、自我网络连接数、网络有效

规模和效率进行分析，以期定位行动者在协同治理网络中的位置和地位，进一步分析和探讨协同治

理网络的类型。

( 三) 文本编码

通过文本编码能够较好地解释在网络中行动者的位置和关系，本文在传统的政策文本分析的

基础上引入了连带的概念。格兰诺维特将社会网络中的关系划分为强连带和弱连带［21］。一般在政

策分析中对协同治理的判定为联合发文，或是拥有共同的协作机构，显而易见，这是一种基于府际

之间缔结规范性关系的强连带体现，通过合作发文的形式将协同治理的内容和形式固定下来。这

种研究往往忽视了地方政府之间协同治理的弱连带存在: 除了协同发文外，治理内容之间的相互承

接与配合同样是协同治理的重要形式。城市为了融入区域协同治理进程中，往往以内容配合和产

业承接的形式与首位城市或整个区域产生联系。“融入”“配合”“协作”“参与”等同样是参与协同

治理的重要形式。为了更加深刻探究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中各个城市的职责定位和治理逻辑，本

文将协同治理的弱连带纳入了研究编码当中。在政策语段中，如果明确要和某省市合作融入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则可以将双方纳入协同治理弱连带的编码中。本研究编码结果通过了信度测试，

示例编码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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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示例编码表

序号 政策名称 发文单位 关联语段 编码 关系强度

1
《重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广
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关 于 发
挥工商登记监管职能 服 务 渝
广经济发展的实施意见》

重庆 市 工 商 行
政管理局、广安
市工 商 行 政 管
理局

“为落实渝广工商合作规划，加快
成渝经济区建设，助推广安川渝合
作示范区发展。”

重庆; 广安 强连带

2
《中共成都市委关于贯彻落实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 精 神 全
面深化改革的决定》

中共成都市委
“健全成渝‘双核’合作发展机制，
共同打造中国经济第四极。” 成都; 重庆 弱连带

3
《成德眉资同城化发展暨成都
都市 圈 建 设 三 年 行 动 计 划
( 2020—2022 年) 》

成德眉资同城化
发展领导小组

“围绕打造成德临港经济产业协
作带……围绕打造成眉高新技术
产业协作带……; 围绕打造成资临
空经济产业协作带……临空经济
产业体系初见雏形。”

成都;
德阳;
眉山;
资阳

强连带

4

《重庆市人民政府、四川省人
民政府关于印发深化 川 渝 合
作深入推动长江经济 带 发 展
行动计 划 ( 2018—2022 年) 的
通知》

重庆 市 人 民 政
府、四川省人民
政府

“推动成渝地区大气污染联防联
控技术与集成示范项目申报实施，
共同向国家争取政策倾斜和资金
支持。”

重庆; 四川 强连带

5
《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重
庆市内陆开放高地建设“十三
五”规划的通知》

重庆市人民政府

“深化川渝合作，务实推进成渝经
济区和成渝城市群建设，继续推动
渝西川东毗邻地区合作和川渝合
作示范区建设。”

重庆; 四川 弱连带

四、主要研究结果和分析

( 一) 协同治理脉络概览

通过对 351 份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协同治理政策文本进行编码后，可以得到不同时期内的发文

数量( 见表 2) 。从年均发文量看，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协同治理发文数量主要呈现上升的趋势。

就不同阶段发文数量来看，在成渝经济区和成渝城市群时期，各个城市之间的弱连带占据了彼此协

同关系的主导。而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阶段，不仅强连带协同发文的数量超过了过去 9 年的总

和，年均协同发文量也上升到了一个新的层级。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内部的强连带政策形式也取

代了弱连带，政策扩散和学习的频率大大提升。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战略提出后，成渝地区协同

治理按下了“加速键”，协同发文呈现井喷之势，区域协同治理以政策文本的形式固定了下来。
表 2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协同治理政策文本概览表

2011—2015 2016—2019 2020． 01—2020． 06

强连带 19 26 129

弱连带 75 76 26

年均发文 18． 8 25． 5 155+

总计 94 102 155

由成渝经济区到成渝城市群再到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战略定位和承

担责任越来越高，协同治理层次也得以不断提升。首先，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明显存在两个协同治

理次级系统。从图 2 可以看出，一是以成都为首位城市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四川) ，另一个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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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重庆为首位城市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重庆) ，二者相比较来看，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四川) 的

连线更为密集，协同水平相对更高。其次，川渝两省市党委、政府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协同治

理进程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从成渝经济区、成渝城市群一系列宏观政策的制定，到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党政联席会的布局以及一系列框架协议的签订，川渝党委、政府为突破区域壁垒，既勇

于打破行政上的藩篱，又能在合作中优化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谋篇布局。三是协同治理水平仍

有上升空间。如图 2 所示，当前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共有 45 个节点参与协同治理进程，但是仍有 3

个节点未能与其他节点形成连线。碎片节点孤悬于协同治理网络，将会减少跨域协调或合作的可

能性，增加协同治理成本。鼓励更多的节点参与政策网络并提高治理效能，将是未来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建设的必由之路。

图 2 2011—2020 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协同治理网络结构

( 二) 整体网络分析

首先，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协同治理网络密度看 ( 见表 3 ) ，从 2011—2015 年的 1． 65 到

2016—2019 年的 0． 52 再到 2020 年的 0． 58，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协同治理的联系紧密程度存在着

一定的波动，在 2016—2019 年成渝城市群阶段协同治理密度最低。但是可以看到的是，2020 年作

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开局之年，发文数量远超过去任何一年的平均值，从长远看，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的协同治理密度将会呈现提升增强的趋势。以重庆、成都两座首位城市为中心驱动的政

策网络在未来将会逐渐凝聚更多的节点参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高质量发展进程。

其次，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协同治理广度得以不断提升。尽管不同发展阶段的间隔年限不同，

但从整体网络的节点数量变化上可以看出越来越多的政策主体得以进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协

同治理进程，区域协同治理网络密度整体水平偏低但将朝向更加密切合作的方向发展演进。在不

同的协同治理阶段，政策网络主体的横向关系与纵向关系不断变化。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各个

政策网络主体通过强弱连带的形式得以较为充分地协同，相较于市一级的协同程度，区县一级的协

同治理水平较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在区县一级提升协同深度将是未来区域治理协同的新方向。

再次，聚类系数能够表明政策网络内部政策关系凝聚程度，一般来说，聚类系数越高，表示网络

的凝聚力越强。如表 3 所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府际协同治理网络的聚类系数分别为 4． 25、1． 78

和 3． 16，呈现先减弱后增强的趋势，在演化的过程中，整体聚类水平均大于 1，说明从整体上而言，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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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协同治理水平较强。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协同治理的过程中，“朋友圈”不断

扩大，治理广度不断提升，参与的市区县达到了 38 个。在政策网络中各个政策网络行为者能够以较

为平等的方式开展协同治理，有助于信息和资源的流动。
表 3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协同治理网络规模和关系

指标 2011—2015 2016—2019 2020． 01—2020． 06 2011—2020． 06
节点数 28 38 38 45

网络密度 1． 645 5 0． 519 2 0． 583 9 1． 411 6
聚类系数 4． 248 1． 782 3． 164 5． 917

最后，整体网络的特征途径长度说明了组织内部的资源交换速率和中介水平，平均路径越长说

明越有可能出现协同治理“代理人”，平均路径越短则说明政策网络中信息和物质资源的扩散速度

就越快，政策学习能力就越强。如表 4 所示，平均路径由成渝经济区时期的 1． 6 到成渝城市群时期

的 1． 8 再到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时期的 2． 58，政策学习和资源流动速率经历了由快到慢的过程。

政策网络的行动者在成渝经济区阶段仅需 1． 6 个行动者就可以实现政策关联，而在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阶段往往需要经由 2． 58 个行动者才能实现治理协同。出现该情况的原因主要有两个: 一是

强弱连带关系的转换。弱连带往往能够带来更多的资源，而强连带则意味着强有力的执行。由成

渝经济区到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强连带逐渐取代了弱连带的地位，这些行动者为了实现治理的协

同，往往要经由更长的路径才能得以达成。这也就造成了整个网络的凝聚力由成渝经济区时期的

0． 5 变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时期的 0． 325。二是首位城市的地位作用更加凸显。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谋篇布局的初衷在于充分发挥重庆和成都的首位作用，拉动和辐射周边城市群。就政策网络

而言，这种首位作用主要体现在信息交换和资源流动的中介上，首位城市在所属区域的集聚力、辐
射力、带动力和影响力越强，区域主导性和资源集中度就越高，周边城市就越需要通过与首位城市

的联结，得以实现政策学习和协同治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时期，节点往往需要 2～ 3 步( 62%) 才

能达成联系，重庆和四川—成都分别对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重庆和四川部分进行领导和协调，通

过双方的对话协商以及签订相应的框架协议对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进行整体布局和规划。
表 4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协同治理整体网络平均路径

2011—2015 2016—2019 2020 2011—2020

平均路径
特征途径长度 1． 603 1． 795 2． 584 1． 934

凝聚力 0． 499 0． 436 0． 325 0． 459

步频占比

1 55． 9% 41． 6% 18． 5% 30． 4%

2 27． 9% 37． 9% 32． 2% 49． 2%

3 16． 2% 19． 8% 29． 8% 17． 3%

4 0． 7% 13． 7% 2． 8%

5 3． 9% 0． 3%

6 1． 7%

7 0． 2%

( 三) 个体网络分析

点出入度中心性能够反映节点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中的协同治理地位，出度中心性能够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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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节点参与融入的态势，而入度中心性则表示了在协同治理网络中的地位。如表 5 所示①，成都在

个体中心网络中处于中心地位，具有最高的自我网络连接数、第二的点出度中心性以及第三的点入

度中心性，较好地发挥了中心城市的首位作用。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跨域协同中，成德眉资等次

级系统协同治理联系较为紧密。与此同时，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协同治理在当前可能存在着一定

程度上的行政隔离，重庆相较于四川和成都出入度中心性和自我网络连接数都偏低，上级政府与下

级政府之间的协同互动相对较少。而位于川北地区的广元和巴中，中心性和连接数目均位于末端，

这说明当前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协同治理可能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区域隔离，未来需要在川北地

区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协同治理进程上着力。
表 5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个体网络表

行动者 点出度中心性 点入度中心性 自我网络连接数 网络有效规模 效率

四川 336 247 333 16． 154 0． 673
重庆 159 140 174 13． 567 0． 617
成都 221 220 343 19． 853 0． 685
资阳 215 221 326 14． 329 0． 623
德阳 138 145 219 8． 405 0． 494
遂宁 156 162 320 13． 510 0． 614
眉山 138 142 221 8． 124 0． 478
达州 111 117 266 13． 330 0． 635
内江 156 162 320 13． 552 0． 616
泸州 125 133 275 12． 479 0． 624
自贡 94 96 222 9． 572 0． 532
广安 112 120 262 11． 156 0． 587
绵阳 105 113 234 10． 053 0． 558
乐山 93 102 210 7． 327 0． 488
南充 111 116 253 10． 225 0． 568
宜宾 100 107 222 8． 158 0． 51
雅安 63 72 212 8． 340 0． 521
广元 21 20 56 5． 971 0． 663
巴中 22 23 63 6． 061 0． 606

网络有效规模和效率主要衡量协同治理的效能。网络有效规模是指将自我所拥有的相邻者条

目减去相邻者间连接的平均值，是该网络的实际规模减去冗余所产生的有效规模。有效规模说明

了节点的自我总和以及影响力，即协同治理的效果; 效率说明自我为使用连接每单位所付出的影响

力。结合效率和效果，可以对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协同治理效能进行评价。如表 5 所示，在政策

网络的主要行动者中，成都的首位城市效应明显，有效网络规模和效率均居于首位，在协同治理的

进程中居于核心的位置。重庆的网络有效规模和效率位居前列，这说明重庆市在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的政策协同上效率较高，用较少的政策文本将区域治理协同了起来。资阳、遂宁和达州在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 四川) 的协同治理进程中扮演着积极的协同者和参与者的角色，较好地融入了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作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两个首位城市，成都和重庆显示了不同的协同治

理模式。成都市“强中心”的区域协同治理模式较好地集中了资源，增加了区域间互信; 重庆市“弱

中心”的区域协同治理模式则减少了冗余连接，提升了协同治理的效能。首位城市的不同区域协同

36

①囿于篇幅，此处仅列举省市一级的个体网络特征，欢迎读者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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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模式并无好坏之分，均旨在更好地推进区域协同治理的进程。

五、研究结论和建议

( 一) 研究结论

首先，从网络结构类型看，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网络结构经历了由有限共享型向双核领导型网

络转变的过程。在成渝经济区阶段，尽管聚类系数和网络密度较高，网络内部具有较好的资源共享

和政策学习，但是这种共享的范围是有限的，仅有少数节点纳入了治理网络。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阶段，由于外部政策压力以及内部发展引力的双重驱动，协同治理规模不断扩大，首位城市的作

用不断凸显。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阶段，通过中介节点扩大网络规模、提升网络凝聚力，能够吸

纳越来越多的节点参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建设。在成渝经济区和成渝城市群阶段，以“融入”
“参与”和“配合”为协同形式的弱连带是协同治理的主要形式。在这一阶段各个市区县的协同水平

较低、强制性较弱，但是资源交换和政策学习的速度相对较快。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阶段，首位

作用凸显，以重庆、成都为首位城市，四川省为协同节点的政策网络带动了更多前两个阶段未曾参

与的区县参与协同治理过程。通过首位城市的中介作用，提升了协同治理的参与广度和配合力度，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协同治理按下了“加速键”。

其次，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下的区域协同治理次级系统是助推协同治理的重要内驱力。在上

一部分的定量分析中，德阳、眉山和资阳等成都平原区城市在协同治理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
2020 年作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开局之年，成德眉资同城化进程进一步提速，发布了一系列政策

文本加速成都都市圈的塑造，既扩展了成都首位作用的辐射半径，又有助于德阳、眉山和资阳三市

接受成都的辐射带动。而以《四川省绵阳市人民政府重庆市北碚区人民政府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建设三年行动计划( 2020—2022 年) 》为代表的一系列川渝市区县之间的横向府际协议的达

成，使扩大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区域协同治理广度和深度成为重要发展趋势。相较于京津冀、长三

角和珠三角区域，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整体经济水平相对较弱，需要通过区域协同治理下的次级系

统协同的方式有效发挥自身优势，实现产业、基础设施衔接，最终推进双中心城市治理网络形成。

最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协同治理仍存在一定的行政隔离和区域隔离。行政隔离主要体现

为由于行政区划的级别问题，对政府间的合作产生了障碍。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四川) 除了首位

城市的其他城市与重庆以及下辖区县在政策协同上联系较少。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协同治理的行

政隔离虽然存在但正逐步被打破，市区县一级的协同治理网络正在逐步形成。而区域隔离主要体

现在协同治理的参与广度上。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协同治理网络中，重庆的部分区县成为碎片

节点，还有部分区县未能纳入治理进程。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四川) 部分，巴中和广元等川东北

城市协同治理水平较低，需要增加政策供给，提升政策学习效率和资源获取能力。
( 二) 政策建议

综合前文研究，未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区域协同治理应从以下三方面着力。首先，优化区域

协同创新机制，推进协同治理常态化。一是推进府际联席会的横向协调机制完善。以川渝党政联

席会为契机，推进府际联席会作为深化区域合作机制的重要路径。将府际联席会作为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区域协同治理的交流渠道、对话平台和合作途径，成为府际间凝聚共识和建立信任的制度

性规范，提升府际联席会的延续性。二是加快双核内部的纵向协调联动。以川渝合作为发展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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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川省和重庆市上级政府的协调和引导下，加快推进“川渝协同发展领导小组”的创设。在区域

协同的一系列框架性文本的指导下，坚持纵向指导和横向协同相统筹，提高区域协同治理的活力和

合法性［22］。

其次，优化空间布局，形成规模效应。未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协同治理既要考虑行政区划

内部的治理协同，也应该发挥区域优势，实现跨域协同互补。一是促进行政区域内部的协同互补。

合理布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内部城市定位，发展专业化部门。在川渝协同的框架下推进成渝地

区区域资源的均衡流动和政策学习，推进政策网络次级系统的形成和优化。二是打破行政区划藩

篱，解决跨域公共事务。以公共问题的跨域协作为导向，规模效益所带来的高质量发展为目标，着

力推进市区县协同联盟的建立。鼓励川渝省市区县跨域达成推进一体化发展的相关公共政策，从

教育、医疗、就业等多个领域布局，延展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协同深度。

最后，注重政策协同，促进强弱连带政策的协调。强连带能够通过强势连接建立信任并促进正

式合作的达成，而弱连带能够提升政策网络行动者之间的交流可能性。实现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的治理协同，强弱连带都必不可少，需要行动者根据其在整体网络中的位置进行具体研判。既可以

通过以联合发文为代表的政策网络强连带塑造影响力并建立信任，处理不确定性强、风险较大的公

共事务; 又可以主动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以弱连带的形式推动本区域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整体规划的契合，降低资源流动的交换成本，提升政策学习的速率，依靠彼此之间的异质性为本区

域带来新的政策红利和协同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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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ructural features and evolutionary logic of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of
Chengdu－Chongqing Economic Circle: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based on institutional collective action
SHAN Xuepeng，LUO Zhe

(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Sichuan University，Chengdu 610065，P． Ｒ． China)

Abstract: The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of Chengdu － Chongqing Economic Circle is an important
opportunity to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engdu －Chongqing region and the key to promote
regional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lies in the effective integration of governance actions， the interaction of
governance resources and policy learning．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logic of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of Chengdu－
Chongqing Economic Circle and provide Chengdu －Chongqing experience for China s regional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This paper takes 351 intergovernmental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policy texts of Chengdu －
Chongqing Economic Circle as the research blueprint and carries out content-coding analys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twork analysis of institutional collective action theoretical framework． The research focuses on
individual network analysis and overall network analysis and introduces the concept of strong and weak linkages
to see into the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process of the Chengdu－Chongqing Economic Circl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network of Chengdu － Chongqing Economic Circle has experienced the
evolution from limited sharing network to dual-core leadership network， and the primary role of Chengdu －
Chongqing Economic Circle is gradually obvious; the secondary system of internal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of
Chengdu－Chongqing region has basically formed， which promotes the coordin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the overall
system action; administrative and regional segregation are the main obstacles of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of
Chengdu－Chongqing Economic Circle，which need to be coordinated and be promoted with function as the
leading factor by the provincial government at the higher level． In the future， the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of
Chengdu－Chongqing Economic Circle needs to focus on the creation of collaborative mechanisms， optimization
of spatial layout， and policy coordination and convergence， so as to jointly create a new pattern of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of Chengdu－Chongqing Economic Circle．

Key words: Chengdu－Chongqing Economic Circle;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policy network; regional
cooperation; institutional collective 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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